
论“五经”在朱子理学建构中的地位

毛朝晖

　　摘　要：“四书”在朱子理学的建构中居于核心地位。 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朱子的努力，“四书”在后世凌驾于

“五经”之上。 这样一来，“四书”与“五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仿佛出现了截然的翻转。 然而，这并不是朱子的初

衷，也不符合朱子学的实际情况。 当代朱子学研究有必要对作为理学的朱子学和作为经学的朱子学进行区分。 就

作为经学的朱子学而言，朱子主要通过“五经”诠释回应了其他学派的挑战并完成了对汉唐经学与北宋理学的融

合；就作为理学的朱子学而言，《易经》构成其重要的经学基础，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单纯建立在“四书”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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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朱子理学有一种广被接受的说法，那就是

朱子通过《四书章句集注》建构了自己的理学体系，
“四书”也由于朱子的提倡而凌驾于“五经”①之上。
这个过程被学者称为“由宗‘五经’到宗《四书》的典

据变迁” ［１］ ，或“以《四书》代‘五经’” ［２］ 。 有的学

者甚至认为，朱子在其“四书” 学的基础上 “改造

‘经’的观念以及对五经的认识” ［３］ 。 那么，“五经”
在朱子理学的建构中是否真的只具有次要的意义或

只居于从属的地位呢？ 近年已有学者指出，《易经》
在朱子理学的建构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
张克宾、丁四新都指出，朱子晚年的道统论是基于

《易经》建构的［４］ 。 杨儒宾则将“四书”与《易经》合
称为“新五经”，视为由朱子所完成的一场对于传统

经学的“典范转移” ［５］ 。 《易经》固然属于“五经”之
一，但问题是朱子在“五经”中是否只重视《易经》
呢？ “五经”在朱子理学的建构中究竟发挥了怎样

的作用呢？
本文尝试通过对朱子经学文献的梳解，首先辨

析“四书”“五经”在朱子本体论、功夫论建构中发挥

的理论功能，接着阐明“五经”中其他经典在朱子理

学建构中起到的作用，最后综合论定“五经”在朱子

理学建构中的地位。

一、“四书”、《易经》与朱子
本体论的建构

　 　 宋 明 理 学 中 最 重 要 的 范 畴 是 理、 气、 心、
性［６］１２，而最常见的“分析框架则为本体工夫” ［７］ 。
换言之，理解宋明儒的理学体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分析其本体论与功夫论。 宋明理学之所以被称为

“新儒学”，最显著的一点就在于他们整体上都致力

于儒家本体论的建构。 但它毕竟与西方哲学意义的

本体论建构不同，其不同在于它维系了儒家“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的传统，同时也重视功夫论的建构

与践履。 因此，如果坚持认为朱子理学的经学基础

是“四书”， 那么首先需要面对丁四新、 杨儒宾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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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的一个问题：如何解释《易经》在朱子本体论

建构中的作用？
理气问题是朱子哲学的基本问题。 如果要辨析

《易经》在朱子本体论建构中的作用，就需要澄清以

下三个问题：第一，朱子本体论的核心命题是什么？
第二，“四书”在朱子本体论建构中发挥了怎样的作

用？ 第三，《易经》在朱子本体论建构中发挥了怎样

的作用？ 此外，在丁、杨等先生的关注点以外，我们

也需要附带考察“五经”中除《易经》外的其他经典

在朱子本体论的建构中是否也发挥了某些作用。
关于第一个问题，陈来有一个经典的概括②。

陈先生指出朱子的理气论可以总括为三个核心命

题：第一，理先气后；第二，理静气动；第三，理一分

殊［６］１２６－１３２。
从本体论的视角来分析，在这三个命题中，“理

先气后”是最根本的。 因为，“理先气后”这一命题

确定了“理”是存在的本体论依据。 朱子认为：“理
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 气也者，形而下

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

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８］２７５５－２７５６这是将“理”
“气”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

理与气是分离的③。 “理静气动”的命题旨在解释

变化如何可能，“理一分殊”的命题则旨在解释存在

的差异性。 按照朱子的理解：“理有动静，故气有动

静。 若理无动静，则气何自而有动静？” ［８］２６９０显然，
朱子在这里是将“理”视为变化的动力因。 他又说：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 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
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

百千万而不能齐也。” ［９］１４５这是将“理”视为伦理规

范的目的因。 也就是说，伦理规范之所以差等不齐，
是由“理”的分殊所决定的。 比如，我爱我的父母之

所以超过爱他人的父母，乃是由我自身的分殊之理

决定了我的目的。 如果说宇宙存在的本源是一个，
那么事物的性质为何千差万别，尤其是道德世界的

人伦规范为何有贵贱亲疏之别？ 朱子用“理一分

殊”的命题，解释差异性的根源是普遍之理与分殊

之气的结合，而分殊之气则是由气的动静变化而产

生的。
由此，上述三个命题实际上蕴含了严谨的逻辑

次序：“理先气后”解释了存在的本体，“理静气动”
在肯定有物存在的基础上解释了事物的变化，“理
一分殊”在肯定事物变化的基础上进而解释了事物

的差异性。
有了上文作为基础，现在可以尝试解答“四书”

在朱子本体论建构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四书”中的本体论思想主要见于《中庸》。 朱

子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
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
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１０］２４９他又说《中庸》是

“孔门传授心法” ［１１］１７。 可以看出，《中庸》在朱子

编纂的“四书”体系中被认为是孔门的“心法”和“微
妙处”。 他的高足黄榦也说：“先生教人，以《大学》、
《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 以

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
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

《中庸》之旨趣。 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

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

哉？” ［１２］这也可以旁证《中庸》是朱子学术的“大
本”，是“四书”体系的归极之处。

《中庸》为什么是“四书”的归极处呢？ 《中庸》
开篇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

教。”朱注：“命，犹令也。 性，即理也。 天以阴阳五

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 于

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

德，所谓性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

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

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 ［１１］１７

在这里，朱子为孟子以来的儒家性善论提供了一种

“性即理”的本体论解释。
根据朱子的解释，“天”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

面是形气之天，另一方面是义理之天，即程朱所谓

“天理”。 既然“性”是“天”之所命，那么，人性中就

先验地禀赋了“天理”，这意味着健顺五常之德、礼
乐刑政之属（善德与善制）都具有先验的本体论依

据。 与“天”的两重含义对应，“心”也具有两重含

义：“道心”是理，“人心”是气；二者都同时禀受于

天。 因此，《中庸章句序》说：“心之虚灵知觉，一而

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

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
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 ［１１］１４

既然人心、道心同出于天，同受于性，那么是否

意味着微危同源、善恶混存呢？ 朱子又说：“夫二者

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 从事

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

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

之差矣。” ［１１］１４这里所谓的“精”是指“惟精惟一”的
道心。 朱子认为人心与道心同源而不杂，这是因为

“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道心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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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心”，比人心居于更本质、更优先的地位。
由上可知，从心性论的角度来看，朱子的“四

书”体系是以《中庸》作为其理论归宿的，而《中庸》
首章的诠释则成为朱子心性论的一个系统表达，而
且成为儒家性善论的本体论根据。

上述分析中值得注意的是，朱子的解释是用理

气论作为其本体论的建构框架的，这一框架由理先

气后、理静气动、理一分殊三个命题组合而成。 首

先，朱子认为道心、人心同源而不杂，道心是 “本

心”，逻辑上优先于人心。 这是理先气后在心性论

上的表现。 其次，朱子认为人心惟危，变动而不居；
道心惟微，本心之正未尝离。 这是理静气动在心性

论上的表现。 最后，朱子认为作为天理的性虽然具

有普遍性，但作为形气的性则具有特殊性，所以说

“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
这是理一分殊在心性论上的表现。 总之，《中庸》的
心性论虽然是“四书”义理的归极所在，但这一心性

论自身却架构在朱子理气论的基础之上。
但是，朱子理气论的理论根据不在《中庸》，而

在《易经》。 这可以由以下四点予以论证。
第一，在先秦儒家经典中，《易传》率先对“气”

进行了本体论的诠释。 在中国哲学中，“气”表示物

质存在的基本概念，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已经出

现④。 《论语》中虽然已经出现“血气” “食气” “辞
气”的用法，但这些用法都是指现象界。 《孟子》中

也提出过“养吾浩然之气”的命题，但孟子的“养气”
主要是指一种道德的修养功夫，而不是本体。 在

《国语·周语》中，伯阳父提出：“夫天地之气，不失

其序。 若过其序，民乱之也。 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

不能蒸，于是有地震。” ［１３］伯阳父讲“天地之气”，又
讲“阴阳”，这里讲的阴阳显然是就气而言，这应是

古代文献中将“阴阳”与“气”配合起来解释的最早

记载。 然而，这里的讲法仅仅是将气作为一种自然

现象，并用阴阳的运动来解释地震的发生，气在这里

尚不具备本体的含义。 《周易·系辞传》率先提出：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朱注：
“阴精阳气，聚而成物，‘神’之伸也。 魂游魄降，散
而为变，‘鬼’之归也。” ［１４］１６９这里说“阴精阳气，聚
而成物”，显然是将“精气”理解为“成物”的根据，也
就是将“气”理解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同时也可看出

朱子是自觉地将《周易·系辞传》的本体论范畴作

为其理气论的经典依据的。
第二，朱子的“理先气后”命题是基于《易经》

“太极”范畴的诠释。 《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朱注：“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 ‘易’
者，阴阳之变。 ‘太极’者，其理也。 ‘两仪’者，始为

一画以分阴阳。” ［１４］１８０朱子在这里明确将“太极”
释为“理”。 在《朱子语类》中，朱子说：“自见在事物

而观 之， 则 阴 阳 函 太 极； 推 其 本， 则 太 极 生 阴

阳。” ［１０］１９２９他又说：“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 阴阳

既生，则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内也。”⑤朱子在这些

地方明确用“理”解释“太极”，用“阴阳”解释“气”，
用“理生气”解释“太极生阴阳”“阴阳函太极”。 所

谓“阴阳函太极”，是说气中有理，理不离气；所谓

“太极生阴阳”，则是说理先气后。 显然，朱子“理先

气后”的命题也是基于《周易·系辞传》建立的。
第三，朱子的“理静气动”命题是基于《易经》

“阴阳”范畴的诠释。 理是不动的，运动变化的产生

是由于“阴阳”。 《周易·系辞传》：“一阴一阳之谓

道。” 朱 注： “ 阴 阳 迭 运 者， 气 也。 其 理 则 所 谓

道。” ［１４］１７０这表明，“阴阳”是气发生运动变化的原

因，理则是恒常不变的道。 朱子指出：“太极只是一

个气，迤逦分作两个；气里面动底是阳，静底是阴。
又分做五行，又散为万物。” ［１０］４１这也是以“阴阳”
来解释气的动静变的。 在这些论述中，朱子“理静

气动”的命题也是基于《周易·系辞传》建立的。
第四，朱子的“理一分殊”命题源于程颐与杨时

关于《西铭》的讨论⑥，朱子继承了程颐的这个观

点。 他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 然‘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

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 ［９］１４５这是用《易
经》的“乾坤”或“阴阳”范畴来解释万物的生成与差

异。 然而，为什么天地之间的“理”只有一个呢？ 这

是因为，根据上文“理先气后”命题的解释，“太极”
是理，“阴阳”是气，气虽然可以千变万化，但作为万

物本体的“太极”只有一个，因此“理”也只能是一

个。 可见，朱子“理一分殊”命题的依据仍然是《周
易·系辞传》。

由上可知，朱子理气论的三个核心命题“理先

气后”“理静气动”“理一分殊”的理论依据都是《易
经》。 确切地说，都是依据《周易·系辞传》。 朱子

是通过对《周易·系辞传》的“太极”“阴阳”等范畴

的诠释来论证这三个命题的合理性的［１］ 。 当然，
《系辞传》终究还是对《易经》的解释，用朱子的话说

就是：“熟读六十四卦，则觉得《系辞》之语直为精

密，是《易》之括例。” ［１０］１６３４所谓“《易》之括例”，就
是对《易经》主要范畴、命题、条例的提纲挈领的概

括。 无论如何，朱子理气论是基于《易经》的哲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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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这是一个非常显明的事实，而且具有自身完整的

体系。
朱子毕生表彰“四书”，“四书”在其理学建构中

居于核心地位，对于这种流行的说法我们原则上并

不反对。 如前所述，“四书”尤其《中庸》在朱子的本

体论建构中的确是支撑朱子心性论的主要经典依

据。 然而，尽管我们承认心性论是朱子哲学的核心

内容，但《中庸》的心性论却是基于其理气论的架

构，而这个架构的经典依据则是《易经》。 就这个意

义而言，朱子的本体论最终是建立在《易经》的基础

之上的。

二、“四书”“五经”与朱子
功夫论的建构

　 　 上文分析了“四书”与《易经》在朱子本体论建

构中的理论地位，下面可以进一步讨论朱子功夫论

的经典依据。 这里也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朱
子功夫论的核心命题是什么？ 第二，“四书”在朱子

功夫论的建构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第三，“五经”
或其他“四书”以外的经典资源在朱子功夫论的建

构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关于朱子的功夫论，学界也有不少研究。 朱子

于乾道四年（１１６８ 年）首次正式拈出程颐“涵养须用

敬，进学则在致知”一语，确定是伊川的讲学宗旨，
这也成为朱子功夫论的两个主要命题［１５］ 。 第一个

命题可以概括为“敬是涵养的功夫”，第二个命题可

以概括为“格物致知是穷理（进学）的功夫”。 这两

个命题是并列关系，这两项功夫也并无主次先后之

分，因而通常被总括为“敬义夹持”或“居敬穷理”。
所谓“敬”，即“居敬”，是涵养的功夫；所谓“义”，即
格物致知，是穷理的功夫。 李敬峰指出：“朱子承续

前儒，以敬义夹持为视角，发其未发，把‘敬’与‘义’
作为其功夫论的支撑点和基本框架，以此来涵摄和

统领 功 夫 论， 凸 显 其 功 夫 论 的 架 构 性 和 清 晰

性。” ［１６］傅锡洪也指出：“他（朱子）功夫论的核心

是居敬穷理，两者各有作用而又相辅相成，由此构成

功夫的二元基础。” ［１７］ 李、傅二说很好地概括了朱

子功夫论的两个命题及其二元并行、相辅相成的

关系。
朱子的功夫论主要通过《大学章句》来完成其

理论的建构。
首先，朱子的功夫论以 《大学》 作为入手处。

《大学章句》开篇称引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

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１１］３并说：“于今可见古人

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 学

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１１］３这说明，
朱子之所以以《大学》为入手功夫，是因为《大学》可
以“见古人为学次第”。 朱子多次强调：“《大学》是
修身 治 人 底 规 模。” ［１０］２５０ “《 大 学 》 是 为 学 纲

目。” ［１０］２５２诚如朱汉民所说：“《大学》列入《四书》
之首是因为它完整、系统地展示了儒术的纲目，是儒

家功夫论的序列与体系。” ［１８］

其次，朱子通过《大学章句》厘清了前述两个功

夫论命题的逻辑关系。 按照朱子的解释，《大学》功
夫分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八个条目，而《大学章句》实际上只分为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七章。 其

中，最关键的是格物、诚意两项功夫。 “格物”补传

说：“上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
此章旧本通下章，误在经文之下。 闲尝窃取程子之

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
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

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此

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１１］６－７这说明，格物致知

的前提是“人心之灵莫不有知”，也就是《大学》所谓

“明德”或“诚意”。 “诚意”章朱注：“经曰：‘欲诚其

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诚。’盖心体之明

有所未尽，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

欺者。 然或己明而不谨乎此，则其所明又非己有而

无以为进德之基。” ［１１］８这说明，尽管“人心之灵莫

不有知”，但由于“心体之明有所未尽”，要是缺乏格

物致知之功， 则 “所明又非己有而无以为进德

之基”。
这两段论述在朱子功夫论的建构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为它们与前述两个命题“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分别对应。 所谓“涵养须用敬”，对
应的是《大学章句》所诠释的“诚意”或居敬功夫；所
谓“进学则在致知”，对应的是《大学章句》所诠释的

“格物致知”或穷理功夫。 “格物”补传论证了居敬

功夫是穷理功夫的前提，“诚意”章朱注论证了穷理

功夫是居敬功夫的条件。 这样，朱子通过《大学章

句》阐明了其功夫论两个命题的哲学内涵与逻辑

关联。
此外，《中庸章句》在朱子功夫论的建构中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汪俐的研究，朱子功夫论的形

成经历了“中和旧说” “中和新说”以及朱陆之辩三

个阶段，最终确立以“敬义夹持”即一套以“道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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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尊德性”并重作为理论倾向的功夫论体系［１９］ 。
在“中和旧说” “中和新说”两个阶段，“已发未发”
是朱子功夫论关心的核心问题。 陈来指出：“大体

上说，从杨时到朱熹的老师李侗都强调体验 ‘未

发’，而胡宏则主张在‘已发’用功。” ［６］１３２－１３３朱子

受道南学派、湖湘学派影响，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曾

有反复，直到 ４０ 岁时才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看法，
这就是著名的“己丑之悟”。

“己丑之悟”的关键内容可以概括为：第一，“已
发”不是先，“未发”不是后，二者只是心的不同状

态。 朱子说：“未发之中，本体自然不须穷索，但当

此之时，敬以持之，使此气象常存而不失，则自此而

发者，其必中节矣。 此日用之际本领功夫。 其曰

‘却于已发之处观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动，而致

扩充之功也。 一不中则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则几

乎息矣。” ［８］３２６８这里强调“未发”不是虚无，也需要

做“敬以持之”的功夫；所谓“却于已发之处观之”云
云，则是针对湖湘学派的批判。 第二，“未发”为性，
“已发”为情，二者是体用关系。 朱子说：“情之未发

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

者，情也， 其皆中节， 则所谓和也， 天下之达道

也。” ［８］３２７４这里据《中庸》经文，以性为“大本”，即
本体；以情为“性之已发者”，显然是将二者视为体

用关系。
以上讨论都是围绕《中庸》展开的，而朱子在

《中庸章句》中对上述两个要义进行了精炼的总结。
《中庸》首章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

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达道也。”朱注：“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

也。 无所偏倚，故谓之中。 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
所乖戾，故谓之和。 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

由此出，道之体也。 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

所共由，道之用也。 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

意。” ［１１］１８这里明确将“未发”界定为性，将“已发”
界定为情，而且明确将性、情界定为“道之体”与“道
之用”。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注：“致，
推而极之也。 位者，安其所也。 育者，遂其生也。 自

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

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 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

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

矣……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
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１１］１８这里以“戒惧而约

之”作为静的未发功夫，即所谓“圣人之能事”，也即

是“涵养须用敬”的意思；以“谨独而精之”作为动的

已发功夫，即所谓“学问之极功”，也即是“进学则在

致知”的意思。
总之，《中庸》首章朱注可以视为对“已发未发”

问题的一个彻底而且系统的解答，其功夫论的框架

也与《大学章句》一致。
有人或许会质疑说，朱子在其他经典的论述中

也有关于功夫论的诠释，何以见得他的功夫论是奠

基在“四书”的基础上呢？ 确实，“五经”中多有涉及

功夫 论 的 内 容。 例 如， 《 朱 子 语 类 》 卷 八 十：
“‘《诗》，人只见他恁地重三叠四说，将谓是无伦理

次序，不知他一句不胡乱下。’文蔚曰﹕‘今日偶看

《棫朴》，一篇凡有五章。 前三章是说人归附文王之

德，后二章乃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纪纲四方之德，
致得人归附者在此。 一篇之意，次第甚明。’ 曰﹕

‘然。 “遐不作人”，却是说他鼓舞作兴底事。 功夫

细密处，又在后一章。 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四方便都在他线索内，牵着都动。’” ［１０］２０６６在这里，
朱子通过《棫朴》一诗解读文王的修养功夫，认为此

诗中体现的修养功夫既有次序，又有重点，最后一章

更是关键所在。
朱子也非常重视“三礼”，且编订了《家礼》，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复礼”功夫的重视。 《朱子

语类》卷四十一：“礼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说个‘复’，
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复礼。 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复

得这一分天理来……然而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

礼者，佛老是也。 佛老不可谓之有私欲。 只是他元

无这礼，克己私了，却空荡荡地。 他是见得这理元不

是当。 克己了，无归着处。” ［１０］１０４７－１０４８又云：“某之

意，不欲其只说复理而不说‘礼’字。 盖说复礼，即
说得着实；若说作理，则悬空，是个甚物事？” ［１０］１０６５

从这两条语录来看，朱子是从“克人欲，复天

理”的框架来展开其功夫论，但在“复理”之外特别

强调“复礼”，这是因为“理”比较抽象而“礼”则比

较踏实，只有强调“复礼”才能使得“复天理”落到实

处，也只有这样才能与佛教的克己功夫区别开来。
至于《易经》与朱子功夫论的关系那更加明显，其
“天理—人欲”理论是其理气论在心性论领域的一

种延伸，正是基于《易经》建构的。
尽管如此，朱子功夫论的主要经典依据仍是

“四书”。 其中的理由可以这样来予以说明：第一，
居敬、穷理是朱子功夫论的两个主要面向。 “涵养

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一命题可以视为朱子功

夫论的纲领，而《大学章句》厘清了这两个功夫论命

题的逻辑关系。 第二，朱子将《大学》定位为“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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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门”。 其背后的道理在于，他认为《大学》展示了

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学术体系，而《大学章句》对于

三纲、八目的诠释则完整地建构了儒家功夫论的次

第与规模。 第三，朱子功夫论的形成是围绕“已发

未发”问题而展开的，因此他必须回到《中庸》来完

成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事实上，《中庸章句》首章正

是对“已发未发”问题的一个彻底而系统的解答，而
且可以视为是对道南、湖湘二派功夫论的一种基于

经学的理论检讨。 朱汉民指出：“朱熹《四书》学其

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 ‘修己治人’ 的儒家工夫

论。” ［２０］这自有充足的根据，但这并不排除朱子也

借助“五经”阐发其功夫论思想。

三、“五经”与朱子理学建构的完成

有一个事实值得引起重视，朱子除了《易经》也
曾遍释群经，至今留存专著的就有《诗集传》 《诗序

辨说》《仪礼经传通解》⑦等。 此外，《朱文公文集》
《朱子语类》中还有大量关于其余各经的论述。 这

就涉及本文此前提出探讨的一个问题：除《易经》参
与朱子本体论的建构外，“五经”中的其他经典在朱

子理学中发挥了怎样的理论功能？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朱子在表彰“四书”的同

时，并没有贬低“五经”的价值。 《朱子语类》卷十

四：“《大学》是为学纲目。 先通《大学》，立定纲领，
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 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
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

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１０］２５２卷六十七：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 《语》 《孟》 《中庸》等

书，岂可不读！ 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

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 《书》
《礼》《乐》。” ［１０］１６５８ 卷一一五：“今学者不如且看

《大学》《语》《孟》《中庸》四书，然后去读他经，却易

为力。” ［１０］２７７８以上三条引文说明，“四书”尤其《大
学》只是为学的纲目，这只是治学的入手处，在这之

后还有许多事物要格，还有许多功夫要做。 朱子明

确提出在读完“四书”之后应该“去看他经”，包括

《诗》《书》《礼》《乐》等。
这里马上会引发一个疑问：按照上文所论，朱子

基于“四书”建构了他的心性论和功夫论。 即便承

认他的心性论是基于其理气论的框架，而他的理气

论是基于《易经》建立的，那么充其量在“四书”之外

再去研读一部《易经》就已经足以掌握朱子理学的

根据与架构，为什么朱子还要劝人去读《诗》 《书》

《礼》《乐》等经典呢？
一种粗浅的解释是：朱子既然主张“进学在致

知”，要求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那么，他在“四书”的基

础上进而要求学者“去看他经”就非常合理了。 因

为，只有“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

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事”，否则功夫就不能充分地落到实处。 不过，这种

解释依然是成问题的。 朱子说：“物理无穷，故他说

得来亦自多端。 如读书以讲明道义，则是理存于书；
如论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则是理存于古今人

物；如应接事物而审处其当否，则是理存于应接事

物。 所 存 既 非 一 物 能 专， 则 所 格 亦 非 一 端 而

尽。” ［１０］３９１既然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物理无穷，那
么，为什么格物功夫非要强调在“四书”的基础上

“去看他经”呢？ 事实上，朱子也曾撰写《通鉴纲目》
《韩文考异》《楚辞集注》等多方面的著作。 因此，如
果仅仅将“五经”泛泛视为格物功夫的推广，问题依

然不能获得有效的解决。
实际上，朱子致力于“五经”研究，不只是格物

功夫的落实，更重要的是为了回应其他儒学流派的

挑战。 钱穆指出：“盖朱子信心甚强，于《四子书》尤
毕心尽力……而宋学遂达登峰造极之点，然同时学

者，遂乃于考亭并致辨难，多树异同。 盖一学派极盛

之日，即伏其向衰之机，此已为学术史上一常例，而
宋学 自 朱 子 而 组 织 大 备， 亦 自 朱 子 而 分 裂 遂

显。” ［２１］这些辨难既有来自理学阵营内部的张栻、
陆九渊，也有来自其他儒学流派如浙东学派的吕祖

谦、陈亮等人。 不难看到，朱子的后半生可以说既是

讲学著述的高产期，也是应对学术挑战、卷入学术论

战的高发期。
首先，我们考察朱子与张栻的 “已发未发”

辩论。
乾道三年，朱子 ３８ 岁，是年八月偕门人范念德

访张栻于潭州，相与讨论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 到

乾道五年，朱子 ４０ 岁，顿悟中和新说，其《与湖南诸

公论中和第一书》云：“按《文集》、《遗书》诸说……
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功夫，亦止以

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一段功夫，使
人胸中扰扰，无深潜纯一之味，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

间，亦常急迫浮露，无复雍容深厚之风。” ［８］３１３１ 可

见，朱、张二人此时辩论的主要文本是《中庸》，主要

的理论依据是二程的学说。 在此之前，朱子已经编

辑《二程语录》 （１１６６ 年）、《二程先生文集》 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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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６ 年）、《程氏遗书》 （１１６９ 年）、《程氏文集》二

校本（１１６９ 年），此后又编辑了《程氏外书》 （１１７３
年）、《伊洛渊源录》（１１７３ 年）、《近思录》（１１７５ 年）
等理学著作。

很显然，这一时期朱子的治学重心是北宋五子

的理学尤其是二程一脉的理学。 从这个角度来看，
朱子与张栻的“已发未发”之辩实际上是程门后学

内部的一场辩论。
其次，我们考察朱子与陆九渊的辩论。
淳熙二年（１１７５ 年），朱子偕吕祖谦与陆九龄、

陆九渊兄弟会于铅山鹅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鹅湖之会”。 在这次晤面中，朱陆二人“尊德性”与
“道问学”的分歧已经显现。 自淳熙十四年开始，朱
陆围绕“无极太极”展开辩论。 此次辩论一开始是

针对周敦颐《太极图说》而提出，后来深入到对《易
经》的理解。 朱子在辩论中说：“且夫《大传》之太极

者何也？ 即两仪、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蕴

于三者之内者也。 圣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极，无名

可名，故特谓之‘太极’。 犹曰‘举天下之至极无以

加此’云尔，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也……至于《大
传》既曰‘形而上者谓之道’矣而又曰‘一阴一阳之

谓道’，此岂真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哉？ 正所以见一

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

之所为也，故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

行则谓之道。 虽有二名初无两体。 周子所以谓之无

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

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

之中。” ［２２］１５６７他又说：“有是理即有是气，气则无不

两者，故《易》曰‘太极生两仪’，而老子乃谓道先生

一，而后一乃生二，则其察理亦不精矣。” ［２２］１６４３

在这些论辩中，朱子立论的理论依据全在《易
经》。 前文业已指出，朱子的心性论是架构在以《易
经》为支撑的理气论的基础之上的。 这一理论需求

在朱张之辩中尚未彰显，但在与陆九渊的论辩中，这
一理论需求被逼着完全凸显出来了。 从这个意义上

说，朱子的本体论最终扎根在《易经》的基础上，这
正是在与陆九渊的辩论中得以明确的。

根据束景南的研究，早在“鹅湖之会”两年之

前，朱子已经与陆九韶及陆门弟子刘尧夫辩论无极

太极问题。 淳熙十三年，朱子在寄给陆九韶第二封

论辩太极的信的同时，曾有意将该年完成的《易学

启蒙》寄给陆九韶。 朱子自信地说：“盖缘近世说

《易》者，于象数全然阔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滞支离

故。 推本圣人经传中说象数者，只此数条，以意推

之，以为是足以上究圣人作易之本指，下济生人观变

玩占之实用。 学易者绝不可以不知。 而凡说象数之

过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阁，而不必问矣。” ［２２］１５６３

陆九渊在阅读《易学启蒙》后，则针锋相对地认为：
“《河图》 属象，《洛书》 属数，《先天图》 非圣人作

《易》之本旨，有据之于说《易》者陋矣。” ［２３］ 束先生

认为《周易·系辞传》的太极章和揲蓍章是易学义

理派与象数派争论的两个焦点，朱陆无极太极之辩

就是围绕太极章展开的。 “朱熹的《易学启蒙》的序

定刊刻，便成了促使陆九渊向朱熹挑起太极之辨的

直接动因。 朱熹同他进行的太极论辨也可以看成是

一场特殊的《易》学论战。” ［２４］ 基于束先生的考证，
可以说这场论战不但在义理上是围绕《易经》而展

开，而且本身就是由易学论辩直接促成的。
再次，我们考察朱子与陈亮的 “王霸义利”

之辩。
实际上，朱子对于浙东学派吕祖谦、陈傅良、陈

亮、叶适诸人都有批评，只是与陈亮的辩论尤其著

名，比较突出地反映了他对浙东学派的批评。 朱陈

之辩始于淳熙十一年，止于淳熙十三年，往返信件重

要的有十几封之多。 朱陈在王霸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有两个。
其一，在人性论方面，朱子主张性善论，而陈亮

主张自然人性论。 陈亮说：“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

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 譬之金银铜铁，只是金银铜

铁。” ［２５］３４６－３４７照这样说，纯一不杂的王道仅为一

种政治理想，现实中的政治总是王霸混杂，就像人性

总是金银铜铁混杂一样。 与此相反，朱子则秉持上

文所述的心性论，坚信通过“存天理，去人欲”即能

实现纯一不杂的王道。 为此，他敦劝陈亮说：“愿以

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

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

律。” ［２２］１５８１

其二，在历史观方面，朱子崇尚“三代”，而陈亮

则反对“黄金古代”观念，认为三代之王与汉高祖、
唐太宗并无本质差别。 陈亮说：“秘书以为三代以

前都无利欲，都无要富贵底人，今《诗》 《书》载得如

此净洁，只此是正大本子。 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

多不净洁，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尽概圣人之心

者。” ［２５］３５２这就是说，人的本性并非先验就是善的，
而是“有许多不净洁”，这是人性的自然状态。 基于

此种自然人性论的立场，绝对的义利之辩就被取消

了；由于反对“黄金古代”的政治理想主义，所以绝

对的王霸之辩也被取消了。 尽管朱子的心性论能够

３２１

论“五经”在朱子理学建构中的地位



对陈亮的自然人性论提出有力的回应，但对于陈亮

的历史哲学，朱子概念性的理学心性论与理气论并

不能提供有力的回应。
朱陈之辩触及对古史特别是对《尚书》的不同

理解。 朱子要辩护“黄金古代”的政治理想，就必须

重视上古历史，同时也必须建立一种不同于浙东学

派的历史观念，这便涉及《尚书》的诠释。 上文提

到，陈亮说“《诗》《书》载得如此净洁”，认为《诗经》
《尚书》对于上古历史进行了美化。 如所周知，《诗
经》所载皆为西周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

篇，其中虽然收有“商颂”，其实也是宋地商遗民所

作。 儒家所传的西周以前古史，主要是以《尚书》作
为文献依据的［２６］ 。 朱子于《尚书》未有专著，其门

人黄子毅所辑《书传缉说》已佚，今就《朱子语类》卷
７８、７９、１３５ 及《朱文公文集》观之，朱子对于《尚书》
提出了三方面的质疑：一为疑伪《古文尚书》本文；
二为疑 《 书序》； 三为疑 《 孔安国传》 及其 《 大

序》 ［２７］ 。 朱子认为：“《书序》不可信，伏生时无之。
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汉人文字，只似后汉末人。 又

《书》亦多可疑者……尝与陈同甫言。 陈曰：‘每常

读，亦不觉。 今思之诚然。’” ［１０］１９８６又说：“《书序》
细弱，只是魏晋人文字。 陈同父亦如此。” ［１０］１９８４这

些地方屡次提到与陈亮讨论《尚书》，可见朱子对于

《尚书》的诠释与浙东学派尤其是陈亮的论辩颇有

关联。
与陈亮不同，朱子认为《尚书》中的三代之治体

现了“圣人之心”，以此来辩护儒家政治传统中的

“黄金古代”理想。 《朱子语类》载：“问可学：‘近读

何书？’曰：‘读《尚书》。’曰：‘《尚书》如何看？’曰：
‘须要考历代之变。’曰：‘世变难看。 唐虞三代事，
浩大阔远，何处测度？ 不若求圣人之心。 如尧，则考

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 且如《汤誓》，汤
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读岂不见汤之心？ 大

抵《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着意解者。 不必解者，
如《仲虺之诰》《太甲》诸篇，只是熟读，义理自分明，
何俟于解？ 如《洪范》则须着意解。 如《典》 《谟》诸
篇，辞稍雅奥，亦须略解。 若如《盘庚》诸篇已难解，
而《康诰》之属，则已不可解矣……’” ［１０］１９８３－１９８４

据蔡沈《梦奠记》，朱子逝世前七日仍在看蔡沈的

《书集传》， 第二天还帮蔡沈修订了 《 书传》 两

章［２８］ 。 可见其重视之一斑。 蔡沈《书集传》自序

说：“庆元己未（１１９９ 年）冬，先生令沈作《书集传》。
明年，先生殁。 又十年，始克成编，总若干万言……
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 得其

心，则道与治故可得而言矣。” ［２９］ 这个说法与朱子

一脉相承，实际上都是旨在澄清“王道”的本质内

涵，并对儒家政治传统的 “黄金古代” 观念进行

辩护。
最后，朱子也通过《诗经》、“三礼”、《春秋》等

经典的诠释对北宋五子的理学和儒门其他流派提出

反省和批判。
例如，朱子说：“六义自郑氏以来失之，后妃自

程先生以来失之。” ［１０］２０７０这是对汉儒《诗》学和二

程“以理解《诗》”的批判。 又如：“或有解《春秋》
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

褒，穿凿得全无义理！ 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义理

为穿凿，故可观。” ［１０］２１４６ 这是对程门后学胡安定

“以理解《春秋》”的批判。 朱子于“三礼”也非常重

视。 他说：“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
事都理会得。 如汉律令亦皆有注，尽有许多精

力。” ［１０］２２２６又说：“荆公废《仪礼》而取《礼记》，舍
本而取末也。” ［１０］２２２５ “横渠所制礼，多不本诸《仪
礼》，有自杜撰处。 如温公，却是本诸《仪礼》，最为

适古今之宜。” ［１０］２１８３这是对郑玄、王安石、张载、司
马光各家礼学的评论。 这些评论各有理论指向，是
对汉宋各派经学和二程“以理解经”的综合反省。
曾令巍认为朱子的这些评论旨在“兼采理学、汉学

之长” ［３０］ ，信然。
另外，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也已经提及朱子对

“三礼”的重视和对《家礼》的编纂，从功夫论的视域

看主要是针对理学内部空谈“天理”的警惕和对佛

教克己功夫的区辨。
实际上，朱子对佛老的批判也并非仅仅依据

“三礼”。 例如，《朱子语类》卷六十七：“因说赵子钦

《易说》……今人凡事所以说得恁地支离者，只是见

得不透。 如释氏说空，空亦未是不是，但空里面须有

道理始得。” ［１０］１６７８ 朱子基于《易经》 的立场指出

“理”的实在性。 诚如熊琬所言：“自朱子观之，吾儒

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虚。” ［３１］ 《朱子语类》卷六十

二：“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

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 若便谓食饮作息者

是道，则不可，与庞居士‘神通妙用，运水搬柴’之颂

一般，亦是此病……佛家所谓‘作用是性’，便是如

此。 他都不理会是和非，只认得那衣食作息，视听举

履，便是道。 说我这个会说话底，会作用底，叫着便

应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问道理如何。 儒家则须是

就这上寻讨个道理方是道……盖‘天命之谓性’，这
道理却无形，无安顿处。 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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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 ［１０］１４９６－１４９７这说明儒家的“性”具有实在性，
而且此实在性不只体现于“用”，也体现为“在”，即
在日用事物上客观地存在。 可知，“四书”“五经”都
是朱子用来批判佛教的经学资源，他用《易经》阐明

“理”的实在性，用《中庸》阐明“性”的实在性，用
“三礼”阐明功夫的实在性。

限于篇幅，上述各经的相关细致讨论无法展开，
但这些例子已足可表明朱子的《诗经》、“三礼”、《春
秋》诠释都带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即回应当时各学

派的理论挑战，纠正二程理学和其他儒、佛各学派的

偏失，由此确立既与其他各派也与二程理学明确区

分的“朱子学”，而其据以回应和批判的理论依据主

要即是他对“五经”的新诠释。

结　 语

朱子固然是耗费了大半生的精力诠释“四书”，
并通过《四书章句集注》建构了自己的理学体系，这
个体系不仅包含从《大学》《论语》《孟子》到《中庸》
的道统谱系、为学次第，由《大学章句》建构的二元

功夫论，和由《中庸章句》建构的心性论。 就此意义

而言，“四书”由于朱子的提倡诚然有如钱穆等人所

说的凌驾于“五经”之上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五经”在朱子理学的建构中无足轻重。
这里有两点必须明确。 第一，“四书” 凌驾于

“五经”之上，充其量只在朱子的心性论和功夫论中

可以成立。 有学者认为朱子“以‘四书’发明道统，
为建构和完善道统思想体系作论证；以‘四书’阐发

义理，其中包含了天理论、心性论、认识论等丰富的

哲理，将以往的‘四书’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从
而集‘四书’学之大成，革新并改变了中国经学发展

的方向，对中国近古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

响” ［３２］ 。 然而，从本文的分析来看，朱子的心性论

以《中庸》作为其理论归宿，而《中庸》首章的诠释则

构成朱子心性论的一个系统表达；其功夫论则以

《大学》作为理论框架，以《论语》 《孟子》作为主体

内容，以“已发未发”作为核心问题，最终在《中庸章

句》中完成了对“已发未发”问题的一个彻底而且系

统的解答。
第二，“五经”在朱子理学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最首要的一点是，朱子的心性论是建构在其

理气论框架的基础之上的，而朱子的理气论则以

《易经》作为经典根据。 由于朱子的功夫论也是根

于其理气论、心性论，依于“克人欲，复天理”的框架

而建构的，因此，其功夫论归根结底也是以《易经》
作为最终的经典根据的。 此外我们也发现，朱子致

力于“五经”研究，不只是其格物功夫的延展，更重

要的是为了回应程门理学内部与其他儒、佛各学派

的挑战。 正是受到这些学者辩论的推动，朱子晚年

除了修定《四书章句集注》，也致力于“五经”的新诠

释。 这样说来，朱子并没有造成“由宗‘五经’到宗

《四书》的典据变迁”或“以《四书》代‘五经’”，甚至

也不能说他完全基于“四书”来“改造‘经’的观念以

及对五经的认识”。
摆脱理学视域的窠臼，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经

学的朱子学”具有更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更多元的学

术贡献。 单从理学的脉络看，“四书”体系的成立无

疑是宋明理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其建构的心性论、
功夫论标志着“作为理学的朱子学”的成熟。 然而，
要是将“四书”与“五经”割裂，我们将无法看到其

“四书”学建构的理论缺陷尤其是在理气论方面对

于《易经》诠释的依赖性，也无法看到朱子晚年在

“五经”研究方面的理论动机与理学突破。 克实而

论，作为经学的朱子学具有涵摄汉唐经学与北宋理

学的理论特征，其学术综合与学派界划很大程度上

是通过其“五经”的诠释而得以明确的；而作为理学

的朱子学尽管以“四书”学的建构作为标志，但其晚

年的理学体系实际上早已突破“四书”的范围。 朱

子晚年的“五经”论述中包含占卜象数、历史哲学、
礼仪制度等诸多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经学诠释，具有

各自的对话对象与理论目标。 他的“五经”学绝非

只是其“四书”学的义理推衍。 赅言之，朱子晚年的

“五经”诠释一方面弥补了其理学体系在理气论、心
性论、功夫论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基于更大的学术

视野完成了对儒学各派的回应与整合，在这个意义

上建构了具有更强经学基础和更大学术规模的新经

学或新理学。

注释

①此说甚为流通。 例如，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

之演进》，《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５４ 页；Ｄａｎｉｅｌ Ｋ．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Ｃｈｕ Ｈｓ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ｈｓｕｅｈ：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ａｎ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ｐ． ５ － ９。 其他尚

多，不烦多举。 ②关于朱子的本体论，学界存在一些争议，其中的一

个重要论题是朱子的理气论是否存在早晚之异。 陈来认为朱子早年

在《太极解义》时期没有理在气先思想，直到《易学启蒙》 《大学或

问》时期才形成理先气后思想。 金春峰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并不存

在早晚之异，朱子始终都坚持理先气后的本体论。 参见陈来：《朱子

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７５—９９ 页；金春峰：
《朱熹哲学思想》，台湾东大图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５２１

论“五经”在朱子理学建构中的地位



１１６—１２６ 页。 按：金先生回应的是《朱子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③说“理先气后”，仅仅是“就逻辑言”。 参见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７７９ 页。 陈来指出，朱子对于

“理先气后”根据论本原与论构成两个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表述，“从
本源（原）上说理先而气后，从构成上说理随气而具”。 参见陈来：
《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９２ 页。 ④辛亚

民对先秦文献中“气”的用法做过详细梳理，指出“气”的概念早在甲

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出现，但“气与阴阳观念的联姻使得它获得了

强大的哲学生命力，抽象程度和思辨性陡然提高，解释力大大增强，
一度成为宇宙本原的概念”。 参见辛亚民：《张载易学研究》，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４０ 页。 ⑤这则材料见于《性理大全》而
不见于《朱子语类》，经陈来考证，引文出自朱子之弟子杨与立所编

《朱子语略》。 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

版，第 ２０１—２０３ 页。 按：尽管此语不见于《朱子语类》，但《朱子语

类》上有一则类似材料：“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

得。”参见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版，第 ７１ 页。 ⑥关于

程颐、杨时《西铭》讨论的始末，参见李存山：《程颐与杨时关于〈西
铭〉的讨论》，《人文论丛》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２９—３７ 页。 ⑦此书大纲

及前 ２３ 卷出自朱子之手，但并未及身完成，后来经过弟子黄榦、杨复

的多年努力，才完成《仪礼经传通解》的后 ２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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